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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希莫特》被视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证明，在历史视域下为其哲学思想提供了经验层面的补充，

展现了在绝对主权式微之后，臣民面临着难以实现自我保全的困境。主权者的意志消解、权力分散、军

权丧失皆在绝对主权式微之时便应运而生，意志的消解动摇了主权者的权力合法性，权力的分散割裂了

主权者并为其行动设置了各种阻碍，军权的丧失让主权者的权力彻底失去了威慑力，三者严重阻碍臣民

自我保全的实现。若要摆脱此困境，唯有重建绝对主权，才能实现自我保全。 
 
关键词 

《比希莫特》，《利维坦》，自我保全，绝对主权 

 
 

The Predicament of Self-Preservation for 
Subjects after the Decline of Absolute  
Sovereignty and Its Way out 
—Reflections on Hobbes’ Behemoth 

Peng Lu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Nov. 11th, 2023; accepted: Dec. 11th, 2023; published: Dec. 19th, 2023 

 
 

 
Abstract 
Behemoth is regarded as a realistic proof of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provides an empirical 
supplement to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shows that subjec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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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 with a predicament of hardly achieving self-preservation after the decline of absolute sove-
reignty. The sovereign’s dissolution of will,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loss of military power all 
came into being when absolute sovereignty declin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ill shak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vereign’s power.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divides the sovereign and sets up various ob-
stacles to his actions. The loss of military power makes the sovereign’s power completely lose its de-
terrent effect. The three factors seriously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lf-preservation of the sub-
jects. To get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only by reestablishing absolute sovereignty, can we achieve 
self-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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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比希莫特》作为霍布斯生平后期的一本重要著作，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 17 世纪英国内

战的历史。不同于一般的史书，《比希莫特》并不局限于陈述史实，对历史的评论，尤其是对事件的归

因被霍布斯置于更核心的位次。因此，说它是本史书，倒不如说它是本政治哲学著作。作为《圣经》里

的两头巨兽，霍布斯巧用其名著书立说，将利维坦代指主权者(尤指国王)，将比希莫特代指议会。霍布斯

在《利维坦》一书中用逻辑推演证成的思想实验，以“自然状态”这一概念敲开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大门，

而《比希莫特》则是其哲学思想的现实性证明，为其学说提供经验性的补充，以血淋淋的内战现实昭告

天下百姓“建立绝对主权”的必要性。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意志消解、权力分散、军权丧失皆是绝对

主权式微的迹象，它们严重阻碍自我保全的实现，臣民逐步陷入难以自我保全的困境，直到生命面临摧

毁时才后知后觉。本文将解释三者何以阻碍自我保全，并为绝对主权辩护，分析为什么只有绝对主权才

能促进臣民的自我保全。 

2. 意志消解对自我保全的阻碍 

在《比希莫特》第一场对话中，霍布斯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都被败坏了，桀骜不驯的人都被

当成了最爱国的人了”[1] (p. 26)。在霍布斯眼里，臣服于主权者才是爱国者，因为这是我们摆脱自然状

态并走进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译作“公民社会”)的必然要求。人类通过订立契约将自身除生命权之

外的天赋权利让渡给主权者，放弃基于个体的判断即私己判断(private opinion)，将所有人的意志转化为

一个意志，完全服从主权者的判断。只有主权者拥有权利去设定正义的标准，同时也有保护属民的义务，

运用其绝对权力去威慑和镇压一切与自我保全相悖的行为。可是，天主教教宗与长老会皆有自己一套说

辞，他们拿着《圣经》拉丁语旧译本《申命记》的只言片语为自己妄图消解主权意志造势，既然《圣经》

中说只要有人胆敢不听从祭司，便要被判处死刑，那么作为一切基督教人民的高级祭司，教宗就要被所

有基督教徒俯首称臣。他们又从《新约·马太福音》中推论：“既然万民必须遵从门徒们的命令，那么，

万民注定要受到门徒们的统治，尤其要受到门徒们的君王圣彼得和他的继任者罗马教宗的统治”[1] (p. 
29)。除此之外，他们还称自己拥有所谓的“属灵权力”，即“决定信仰问题的权力”[1] (p. 29)，认为这

种权力是基督直接授予教宗，不依靠任何主权权威，甚至他们对世俗权力都垂涎三尺，认为世俗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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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要“有利于宗教和美好品质的养成”[1] (p. 30)。 
自此，主权权力逐渐沦为宗教权力的附庸，意志开始消解，世间出现两个王国，而宗教王国凌驾于

世俗王国之上，因为教宗手握着更能致使臣民感到惧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臣民更加服从教宗而不

是国王，这便是“异端者和被开除教籍者死后必定下地狱”。在霍布斯看来，保全生命是首善，死亡是

至恶，因此他才能将社会契约的订立与主权国家的形成建立在对暴死的恐惧之上，臣民之所以服从主权

者，是因为主权者能保护臣民，从而避免死亡这一最大的恶。可是，“就其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言，世

俗国家比起教会来说要逊色得多，因为人们比起可见的力量，更畏惧不可见的力量，比起眼前的惩罚，

更畏惧永恒的惩罚”[2]，当教宗设定死亡后下地狱的惩罚代价，人们便更加忌惮于死后地狱中的永恒折

磨，而死亡与之相比便是小巫见大巫，臣民服从国王而避免死亡的意愿开始下降，“认为诅咒比死亡更

糟糕的信念显然削弱了世俗惩罚的震慑力量”[3] (p. 138)。同时，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和躲避痛苦的本能，

教宗还立下规定，只要人能在离世之前向牧师忏悔，求得牧师的免罪，便能化解贬入地狱之险。可见，

主权者的意志在教宗面前，已经难以招架，尤其是教宗又掌管着很多大学，在大学里教授着各种消解主

权意志的神学与古典政治学，让本来已经开始式微的绝对主权进一步摇摇欲坠。 
是否有一种可能，主权意志并非唯一意志，主权意志消解之后，人民可以再将意志转让给教宗，建

立一种“宗教意志”，以此实现自我保全？霍布斯认为：“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

后那种欲望或反感，便是我们所谓的意志”[4] (p. 43)。可见意志必然存在于斟酌之中，要建立在深思熟

虑之上。另外，霍布斯认为意志的行为必然是自愿的行为，自愿趋利避害才是意志的体现。反观教宗自

编自演的“死后下地狱”并以此欺骗得来的免罪权，麻痹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臣服教宗是基于对死后下

地狱的恐惧激情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处于相互反对并让生命难以为继的困境是

在主权者诞生之前便已然存在，人们基于对暴死的恐惧可以选择继续在自然状态下运用一切手段来实现

自我保全，但是这种自我保全是极不稳定且短暂的，于是，人们通过慎思，将每一个人的意志转化为一

个意志，让承担着这份意志的主权者成为裁断是非的第三方，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可见，教宗是得不到

所有人的意志的转让，主权者才具有真正有效的意志。因此，意志的消解就是人民意志的消解，即是主

权意志的消解。 
如果教宗的学说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那么意志消解是否就不会阻碍自我保全的实现呢？这

是一种妄念。从逻辑上看，教宗的学说就明显阻碍自我保全。牧师的免罪权可以避免人死后下地狱，但

无法避免人死亡，当下地狱成为至恶之后，死亡便退居次位。从现实上看，在某些情况下，教宗就需要

狂热的信徒以死效忠，用死亡来实现他们心中的正义理想——“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对教会

非凡的虔诚和慷慨的捐赠，以及为了教会的利益，愿意在需要自己时，敢与自己生属的、合法的主权者

进行斗争”[1] (p. 73)。于是他们掀起了剑指国王的巨大叛乱，而此时的国王已经难以与教宗势力抗衡，

因为教宗长久以来对于大学教育的把持，大学又作为“通往国家和教会中美差和高位”[1] (p. 42)的康庄

大道，上到国家高层，下到普通百姓，都已被教宗的歪理邪说渗透殆尽，国王无法让臣民“昧着良心”

替他卖命，意志已被教宗消解，人民的生命在叛乱之中岌岌可危。 

3. 权力分散对自我保全的阻碍 

其实，仅凭着教宗和教会，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如果说教宗的学说是在否定主权建立的基础，围

绕的是权力合法性问题，那么贵族与民主绅士质疑的是主权者的权力执行问题，于是他们批评国王实行

的是专制统治，扬言通过变更体制来限制王权。 
“正如长老会牧师们把他们从大学学到的神学带入自己的教会，许多士绅也把他们从大学学来的政

治学带入议会”[1] (p. 49)，妄想通过所谓“自由”的民主制来挑战国王的权力。他们把“十九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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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teen propositions)送达国王，而国王不得不批准，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查理国王看似拥有强大的军队，

但是军队已经渐渐倒戈，全是因为受到“长老会牧师讲道的鼓动”和“虚伪无知政客们煽动性流言的蛊

惑”[1] (p. 54)。自此，国王失去了部分税收而得来的正常收入，即使收税也需要得到议会批准，也丧失

了拘捕可能会危害和平、阻碍人民生命保全的潜在分子的权力。议会得到了跟国王谈判的筹码，只要国

王放弃造船费征收权和其他一些特权，便能得到议会的拨款，可这一钱款完全不够国王组建军队去阻止

苏格兰的大军。最后，国王不得已再次向贵族求助，靠着他们殷实的产业才勉强组建了一只合格的军

队。但贵族并非良心发现，只是比起民主制，他们更钟情于混合君主制，不愿意看到国王独享最高权

力，也不愿意权力集中于下议院，而是希望“绝对主权应当在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之间平等分配”[1] 
(p. 61)——这便是普通法学者的观点。与那些为下议院寻求绝对权力的民主绅士不同，普通法学者仅仅试

图限制王权，并强调法律的权威来自于法学家的理性，而非主权者的意志。普通法学者的代表人物爱德

华·柯克爵士认为法律“乃是对理性的一种技艺性完善，是经由长期的研究、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而

不是每个人的自然理性，因为，没有人生来是有技艺的”[5] (p. 13)，法学家认为这种司法理性才是“最

高的理性”(summa ratio)。但霍布斯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国王的理性，才是“法律的灵魂”(anima legis)，
是“最高的法律”(summa lex)。普通法学者支持法官根据先例来判案，认为法官可以根据先例并按照先

前法官的权威来断案。不宁唯是，他们还认为在司法法院之外再设置一套衡平法院 1 的体系是多余的，

相信法官可以依靠理性的律法公平司法。但是霍布斯批评这是在损害主权者的权威，妄图建立一个“王

在法下”的非绝对主权的国家，客观上成为了英国内战的导火索之一。霍布斯比其他人都敏锐地看到了

法学家观点背后的隐藏动机，“这些观点是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仅仅为了展示他们的智慧和学识而创造

和利用的”[6]，如果法律的权威来自于法学家的理性，那么最后的成文法必将是混乱而分裂的，毕竟法

学家内部对于某些具体法律和某些正义理念都难以达成共识。而司法权力又分散到各个法官手中，极易

被野心家所利用，从而危害人民的自我保全。 
从自主征税权被议会剥夺，再到国王需要委曲求全地向贵族讨钱征战，国王的绝对权力不断被蚕食，

权力分散于贵族与平民组成的并不团结的议会中，国王的主权者身份已经名存实亡。“人们一旦把保卫

和治理整个国家的重任交给无论什么人，这人若竟然依靠别人的财力来完成重任，就谈不上什么‘公正’

了；假如他真的靠了别人，那么这些别人就是他的主权者了，而非他是这些别人的主权者”[1] (p. 66)，
从此国王的权力被贵族与民主绅士所掣肘，寄人篱下，只能看他们脸色行事。民主绅士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他们指责国王的赋税过重，但议会收起税来，比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憎的是，国王收税需

要经得议会同意，但议会征税却无需向议会请示，且一旦议会宣布某条法律通过，便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这便正如霍布斯所说“最高权力总是绝对的，不论这权力是掌握在国王手中，还是掌握在议会手中”[1] (p. 
144)，议会觊觎的也是最高权力。可是，他们不明白的是，当绝对主权式微之后，当权力分散的现象已

然形成，他们想要再把绝对主权建立起来并占为己有是难如登天。议会下议院的议员虽然是由平民选举

产生，但也需要与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分享权力。上议院不想看到下议院权力过大，下议院同样也不愿意

被上议院牵着鼻子走，分歧难以避免，冲突必然发生，因为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诚然，作为

整体的议会，看似代表人民，但其实“只是在某些目标上代表人民”[1] (p. 182)，比如人民遇到冤情，议

会得到批准之后可以向国王提出请愿来帮助人民处理具体的事件，但议会不能对国王的权力有任何不满

和觊觎。说白了，议会中的议员只是人民暂时的代表，他们代表人民处理公事必须在国王的授权或委托

 

 

1衡平在人类法律史上源远流长。在英格兰和美国，实际上存在多套法律与法院系统：普通法与衡平法。衡平法院系根据衡平(equity)、
正义(justice)、公平(fairness)原则而不是严格的法律原则行使司法管辖权，而司法法院则以严格的法条来进行裁决。然而，司法法

院(即普通法法院)所追求者亦为正义，因而，归根到底，衡平法不只是与严格法相对立，而是对严格法原则的一种缓和，试图以此

使裁决符合实质公正的目标。——摘自《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英)霍布斯著；姚中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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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之下进行，但授权或委托并不等同转让(transfer)，最高权力依然属于主权者。而且议会的成分很

复杂，人多眼杂，各怀鬼胎，很难维持唯一的意志，容易被嫉妒和利益裹挟，互相反对，朝令夕改。君

主可以为了保全人民生命而进行秘密商议，但“议会由于本身人数众多，也不可能有任何时间与地点秘

密地听取意见”[4] (p. 145)，于是最高机密容易泄露，滋生间谍与卖国贼——议会中的民主绅士正是暗地

勾结苏格兰军队，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淖，借此推翻国王的统治，为的是建立权力集中于下议院的民主

政府。由此可见，权力何止是从国王分散到议会，更是分散到上议院和下议院，分散到每一个议员身上，

这哪里能促进人民的自我保全呢？霍布斯认为，混合权力即是分割了的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和平荡

然无存。国王的权力早在国家成立之时便被人民授予，这份契约保障的是当时的祖辈及后世的子孙的生

命安全。权力的背后是人民的意志，这份意志是国家建立的基石，也是对于自我保全的守护。意志本身

只有一个，而权力是意志的体现，意志既然无法被分割，权力亦然。权力分散了，意味着意志被切开，

人民对于自然法所要求的自我保全这一根本基础的信念产生了内部分裂，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的意志产

生动摇，愿意为了分散国王的权力而放弃自我保全，美其名曰为“消灭专制”，但奇怪的是，就是在这

个他们眼中的国王“专制”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保全。 

4. 军权丧失对自我保全的阻碍 

从意志消解到权力分散，再到最后的军权丧失，绝对主权在式微之中彻底溃败。议会想通过一项法

案，将征兵权归属于议会两院，而这就变相剥夺了国王的军权。“无论谁拥有这种权力(征召和指挥军队

的权力)，谁就毫无疑问地完全拥有主权权力”[1] (p. 111)。在霍布斯看来，军权其实就是整个主权权力，

只要拥有了军权，主权权力将可以随心使用。当国王失去了军权，他的权力便形同虚设，只有军权才能

赋予权力以有效性。令人发指的是，议会不仅剥夺了国王的征兵权，连国王对于民团的组织权、指挥权

和调动权都要经议会批准才能实行。甚至他们连国王的御用侍卫都要解散，国王连基本的自我保全都无

法保证。以致于后来议会甚至可以使用立法权，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就像霍布斯所言“立法权，甚至一

切权力都包含在军权里”[1] (p. 133)。当议会使用立法权，之前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被其合理化，国王的绝

对主权，无论是在起源层面，还是在执行层面，都彻底丧失了合法性。如果议会将国王的军权夺回并独

占之，或许还能尽量避免混战局面，但是他们过分看重言辞的力量，滥用立法权，以为靠着请愿抗议与

布道说教就能拉拢群众以此巩固权力并维护统治，却不曾想过，他们用的这种方式蛊惑百姓起来推翻国

王，当国王不存在以后，他们终究会被他们这套方式所反噬。但也许他们只能如此，前面一节说了，议

会本身就无法团结一致，他们必须平衡贵族与平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军权无法被某一方彻底占有，而

这也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祸根。既然军权无法统一，那么平民院就要利用立法权统一人民的意志，毕竟

立法层面遵守着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平民院主要由两派构成，分别是长老派教徒和独立派教徒，他们

正是长期把持着议会的主要势力，而贵族院已被边缘化。平民院声称代表所有人民，但只是代表了平民，

甚至他们连平民的利益都在不断侵害。为了与保皇派和贵族斗争，他们提高赋税，让议会军抢占民房，

还妄图继续使用言辞说教的表演来欺骗百姓，说是为了防止专制复辟，为了抵御苏格兰与爱尔兰的进攻，

但百姓早已不吃这一套。因为他们关于正义的学说并非是霍布斯眼里的科学，而是一种讲不清对错的虚

谈，只有利益才是真实可感的。议会当初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宣扬反对国王的学说，当初也是靠着“维护

人民利益”的幌子诬蔑国王以鼓动百姓暴动，而现在他们却在侵犯平民的利益，民众早已怨声载道，自

我保全难以为继。 
军队里的克伦威尔一直在和议会争夺主权权力，并看到了议会的不得民心，想方设法等待机会给予

议会致命一击。克伦威尔宣誓效忠国王，但只是表面上笼络保皇派，借此打击议会，最终想做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甚至会过河拆桥，直接驱逐国王，自己垄断国家的最高权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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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威尔逼迫议会将伦敦的民兵指挥权交给军队，清除掉本已处于劣势的贵族势力，将议会完全变成平民

院独断专行的“残缺议会”，然后借残缺议会之手处死国王。最后只剩下众叛亲离的残缺议会，残留的

议会军也被克伦威尔的军队打败。当军队的最高统领克伦威尔将军宣布解散议会之后，平民箪食壶浆，

喜迎新师，可见民众早已苦议会久矣！ 
从议会反叛国王，再到克伦威尔反叛议会，国家在接二连三的战争之中苟延残喘，人民的自我保全

难以实现。当初为了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实现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大费周折，死伤无数，最后却

换来了军事独裁的“护国公”。克伦威尔的权力夺得名不正言不顺，被残存的其他势力，尤其是保皇派

所不服。于是和平依旧不长，几年过去，克伦威尔死后，护国公由其子理查德继任，但理查德资历尚浅，

难以服众，无法掌控军队，很快就被军队中很受士兵拥戴的兰伯特将军架空。经过几番动荡，主权权力

又回到了残缺议会，但还没完，权力兜兜转转，最后回到了已故国王之子查理二世的手中。英国人民折

腾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回到了最开始的君主制之中。 

5. 绝对主权对自我保全的促进 

纵观《比希莫特》全书，围绕的莫不是“绝对主权”这一核心。一开始是国王拥有着绝对主权，掌

握着主权权力，但长老会教徒、普通法学家、民主绅士、克伦威尔等都在争夺这份权力，绝对主权式微

后，内战一触即发，当绝对主权建立后，和平也随之到来。除了国王之外，其他人不能建立真正的绝对

主权，就在于他们无法获得人民统一的意志、无法集中权力、无法绝对地控制军队，因此在他们统治时

期，即使是和平，那也是短寿的，而大部分的时间里，人民都在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与互相厮杀之中难

以自保。 
长老会教徒和民主绅士都精明地意识到了获得人民的意志的重要性，他们都各自建立了自己一套的

观念学说，以此影响国民的思考。但是，“仅有才智、精明和勤恳，而没有万无一失的法则和关乎公平

正义的真科学，想治理好国家只能是望洋兴叹”[1] (p. 101)。长老会那一套玄之又玄的地狱说辞骗得了无

知之辈，骗不了受过教育并能独立思考的贵族，因此他们得不到贵族和民主绅士的支持。而民主绅士接

受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立场，认为民主与分权才是利国利民的，抨击君主制是专制，但当他们获得统治权

之后，他们也在集中权力，所作所为与一开始的声称背道而驰。足以可见，民主绅士的政治学说只是建

立在让人民觉得好听的修辞术之上，容易收买人心，但是经不起推敲，更经不住现实的考验。“霍布斯

认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主要纽带是安全的承诺。一旦这种状态被打破，个人就会陷入一种自然状态，

只有建立共同权力才能缓解这种状态。因此，叛乱与反叛乱之间的斗争围绕着哪一方能够提供无可争议

的安全而展开”[7]。然而，“其实从叛乱一开始，叛乱分子们实现其野心的办法始终是：先破坏，然后

再考虑建立什么样的政府。破坏是他们的目的”[1] (p. 222)。只要现有的秩序被破坏掉，他们才能在混乱

之中分一杯羹，尝到权力的滋味，但他们不会点到为止，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主权权力，即绝对主权。民

主绅士的这套前后不一的话术虽然能让手无寸铁的平民忍气吞声，但是不敢轻易从贵族和军队中夺走权

力，只能靠渐进的方式慢慢蚕食，于是这个渐进的过程不是和平的，而是充满动荡的。 
克伦威尔的局限性在于他虽然控制了军权，看似掌握了主权权力，但权力的内核是空的，也就是说，

他没有获得人民的意志。别看当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之后人民欢呼雀跃，人民高兴的是邪恶的议会终于

一命呜呼，并非是庆幸自己能被军政府统治。霍布斯在书中毫不讳言：“如果你理解的权力是指统治权，

那么没人握有这种权力。如果你理解的权力是指最高势力，这种权力显然掌握在克伦威尔手里”[1] (p. 
210)。克伦威尔缺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虽然他身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统帅，但是“合法

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动移交给高级军事力量的使用者”[3] (p. 129)。其实克伦威尔靠武力征

服完全有机会实现霍布斯的第二种国家——即“以力建立的国家”，用保护换臣服来获得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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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和平，但是他并无足够的魄力坐上国王的宝座，而只敢以“护国公”称号委曲求全，没有及时

建立起国王那般的绝对主权。于是到了理查德之时，权力很快又被议会分割，政权只维持了不足十年便

在乱世之中改朝换代。 
绝对主权之所以能够促进自我保全，首先在于主权得以成立的条件并非是上帝直接创造，而是需要

人民订立契约这一中介才能实现，这便是主权者的合法性来源。“上帝是为人民创造出国王，而不是为

国王创造出人民”[5] (p. 12)，人民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先于主权者而存在，人民的自我保全是主权成立

的前提及目的。其次，这份主权之所以需要绝对化才能促进自我保全，就在于绝对意志能够解决自然状

态下由于相对意志而造成的战争状态。国家建立的过程是伴随着将自然状态下分散各处的个人意志统一

起来，整合为主权者的唯一意志，当拥有了人民除生命权之外所有的自然权利之后，主权者便拥有了至

高无上的权力。 
主权者的绝对意志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的落脚点便是自我保全。在法律之内，臣民要绝对服从主

权者的意志，而在法律之外，臣民则有不受主权者干涉的自由。这便说明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并非是权力

之手能统摄一切横向范围的“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而只是在“自我保全”这一纵向上拥有极致

的绝对权威(absolute authority)，即“主权者也必须是一个有限的统治者，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拥有绝对

的决策权，但行使的权力不能超过维持和平所必要的权力”[8] (p. 163)，主权权力是绝对的，但仍然被自

然法限制在为社会争取和平、为臣民保护生命的界域中，“霍布斯所主张的是权威的明确性，即集中于

一个来源，而不是赋予主权者以完全的权威(total authority)或任意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8] (p. 162)。
霍布斯反对普通法学家所认为的法律权威来自于法学家的理性与智慧，这并非说明霍布斯是反智主义的，

而恰恰是他意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以及人性本身的缺陷——即人类的理性容易受到激情影响。人类通过

激情来确定能让自己产生快乐的善(good)，然后凭借理性去权衡通达该善的方式，因此霍布斯的理性类似

于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虽然这种理性本身是客观有效的，但是霍布斯“怀疑人有善用理性的能力。这

种怀疑的根据，同样在于私利引起的主观相对认识论”[9] (p. 149)，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私人理性对社会

整体的善达到全面的把握，哲学家对此也无能为力，不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能和平共处，何必建立国

家？虽然私人理性无法对社会整体的善进行全面的把握，但是可以片面地把握，而最普遍的“片面”即

可以达成共识的善便是生命的保全，而这一点正是自然法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所要求的，也是凭借着这一

最具普遍性的善，人们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而在国家之中，主权的绝对权威就是这最普遍的善所

生成的，那么以自我保全为目的的成文法的权威必定来自于主权者的意志，而不是法学家孱弱的理性。 
霍布斯批判传统社会之所以容易发生内战，就在于传统权威的形式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不在于任

何特定的政治主权，也不在于权威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而在于正义和权利的观点，无论谁支持他们或他

们支持什么利益”[6]，霍布斯意识到了观点本身极具争议性，看到了观点自身的缝隙，“古典哲学和经

院哲学的根本错误是，人们相信词语与现实相对应，而对词语的辩证分析则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原因。

同样，传统政治的错误在于，人们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在权威言论的基础上，源自高等法律。因此，传统

的科学与政治都被文字的力量所迷惑：他们相信，对文字的权威定义是可能的，它代表了由自然构成的

正确的理性”[6]。“当一个人声称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理性，并建立权威的定义时，他只是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给别人，从而用迫害和内战来威胁社会”[6]，法学家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会运用一套使之成立并能

自圆其说的理性证明，但观点对立的双方无法靠理据完全说服并改变对方，于是就容易造成争执甚至冲

突。霍布斯认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数学已经是最为精确的学科了，它可以完全不与经验世界发生联

系，依然能在其视域下求得真理，但即使理性的客观有效性如数学一般正确无误，但深谙此道者在使用

数学时依然有算错的可能，更遑论那些与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发生强关系的人们了，他们在

面对经验世界中运用理性所犯错误的概率只会更大。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法学家，他们虽然都是聪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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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真理追求者，但也只是“追求者”，不代表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意见不一、口诛笔伐就太正常不过了。然而，“错误，就其性质而言，不是罪。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有

意犯错；他不可能具有犯错的意图；而除非具有邪恶的意图，否则就不能成罪。而这类错误，如果既没

有损害政治共同体，也没有损害任何私人，也不违反任何实在法或自然法，那它就更不是罪了；而在教

皇和罗马教会的政府进行统治的时代那些被烧死的人，所犯的不过就是这样的错误而已”[5] (p. 96)，可

见，霍布斯并非反对言论自由，更不支持教宗统治时代下的因言获罪，而是给自由设置一个底线，即不

能危害人民的自我保全。主权者的作用就是当自由的观念市场本身无法自我调节并走向失控的时候，下

场来给问题做一个暂时性的结束，目的就是维持社会稳定。就比如，关于是否废除死刑，法学界对此也

是争论不休，存在着不同学派，他们的观点各有道理，也各有罅隙，但如果最后的成文法的权威来自于

法学家的理性，那么法律本身也会分裂，这个时候就需要主权者下场拍板来做一个决定，因此法律的有

效性来自于主权者的意志。但是这并不说明主权者就一定会比法学家更“理性”、更“正确”，而只是

因为主权者拥有绝对意志，为的是使这个社会保持稳定，以防堕入动乱的深渊。 
要想使主权者的意志有效，就要使之权力有效，而绝对权力要以能让臣民产生恐惧的手段做后盾才

能维系。霍布斯认为：“需要有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使得人们在和平和相互帮助以求得公共利益上的这

种一致无法摧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不一致”[10] (p. 55)。人们对于暴死的恐惧让人们团结

起来并将权利让渡给主权者，而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倘若没有一种令众人恐惧的武器作保障也难以让属民

乖乖臣服。在霍布斯看来，臣民对主权者的义务就是放弃自己的力量与手段，如此这般，“主权者就可

以利用臣民交付给他的一切力量和手段，用震慑的方式，让臣民感到恐惧，使得他们所有的人的意志协

调一致”[11] (pp. 80-81)。能够让臣民感到最强烈的恐惧的是死亡，自从臣民放弃了自然状态下通过伤害

人来实现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这项权利便转让给了主权者，于是臣民内部对于彼此的恐惧就转化为对

于主权者的恐惧。倘若没有这份恐惧加持，臣民在转让权利之后便能轻易反悔，反正也不需要付出什么

代价，因为“信约本身只是空洞的言辞，除开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以外就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

遏制、强制或保护任何人；所谓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指的是从具有主权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

的不受束缚的集体的手中取得的力量”[4] (p. 135)，这种力量在主权者身上具体表现为军权，可以消灭一

切不服从主权者的势力，打败一切有悖于臣民自我保全的力量。 
倘若主权是绝对的，是否会走向极端并与保全臣民生命的初衷背道而驰？虽然霍布斯为了强调主权

者的绝对主权而不曾在明面上支持叛乱与革命，但是他承认当主权者的权力对于臣民的生命构成伤害之

时，臣民的不服从甚至叛乱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霍布斯反对革命的权利，但是承认革命的事实”

[2]。主权者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对臣民的保护，这是其责任，而这份责任定义了主权者的职权——“无论

谁拥有主权，她(或他们)都必须保护人民，并提供或维持必要的条件，使臣民能够保护自己并拥有过上舒

适生活所需的基本自由。主权者的地位与这些责任紧密相连，如果不履行这些责任，就不可能成为主权

者”[12]——正如教书育人的责任定义了教师的职权，如果某位教师的所作所为与教书育人相悖，那么就

不是一位称职的教师，就需要离开这个岗位。霍布斯给臣民面对主权者的命令威胁到自己的生命时留下

了弹性的空间，他认为此时臣民不服从主权者在道义上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保全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也

是自然法要求主权者对于臣民应尽的义务。可是，与教师不同的是，教师的渎职自然有比其权力更大的

公权力机关对其采取惩罚措施，而作为世间最高权力的主权者，唯有上帝和自然法凌驾于主权者之上，

但上帝和自然法并不具有强制力，不然人民也不会从自然状态辛辛苦苦建立国家，那么对于主权者来说，

到底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其实在霍布斯看来，他之所以认为君主制比起其他制度更能达成绝对主权并

保障臣民的生命保全，在于君主制下，老百姓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是更容易统一的——民众有钱了，君

主的王室自然也发达，民生凋敝了，王室自然也落寞，更不用说那些伤害民众生命的事情了。“如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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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安全是该契约的核心内容，那么任何缺乏这一点的行为都是对政府精力和资源的浪费”[7]，对于霍布

斯的主权者来说，如果不以臣民安全为目的去采取行动，甚至与自我保全相背离，民间的衰落必将转嫁

到主权者自身，自身的统治也会面临潜在的叛乱风险，进而被迫提高权力运作的成本，浪费国家资源，

得不偿失。 
可以见得，臣民从来没有把自我保护的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国家掌管着

臣民自保的权利并可能会演变为专制极权的错觉？因为在霍布斯的设想之下，当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国

家之后，主权者成为了保全生命的担保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命保全做过多的

考虑，只有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利用这一天赋权利去与伤害自己的行为作斗争。“虽然自我保

护源于个人对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判断，但只有在最严格界定的情况下才合理。对国家整体和平与安

全的判断不会也不可能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判断”[13]，霍布斯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对如何

自我保全进行自由判断，那么社会便与无政府状态没有本质差异，主权者便有名无实，最后有害于民众

的生命保全。可见，霍布斯给主权者在判断并维护臣民自我保全层面的行动空间是很大的，于是具有挤

压臣民自由空间的危险性，从而产生威权政体。但威权与极权并不等同，两者的分野就在于是否拿臣民

的生命作为未来的赌注，“保护纯粹的生命作为政府存在的理由，不能(以任何人的名义)轻易地为主权者

命令某人以身犯险提供基础。……对霍布斯来说，主权不是建立在自我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远见

(foresight)之上。君主决定的不是如何最好地保存生命，而是如何公正地保存生命”[14]。主权者存在的

理由及行动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手段去促进臣民的自我保全，臣民虽然没有放弃自我保全这一自然权利，

但是放弃其他自然权利的同时亦将判断如何助于自身保全的手段交付给主权者，也就是说，自我保全本

身并没有被转让，而是转让了对自我保全的预见(foresight)，只有主权者才有权利去判断什么方式有助于

自我保全，并有权力去实施手段来保障臣民的生命保全。其实，主权者只是在涉及如何促进自我保全的

判断上拥有着全社会唯一有效的意志，并非是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不会傻到在此刻就去剥夺臣民的生

命，那必将引起臣民最原始的激情反馈进而选择自卫与反抗。主权者对于臣民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于生

命保护预见的判断上，行动(手段)发生在此刻，结果发生在未来，但手段与结果之间并非是因果逻辑的充

分条件关系，手段只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即手段本身必须是自我保全，不能把丧失生命作为手段——是

实现自我保全这个目的的必要条件，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生命得到保全。遗憾的是，结果并非是主

权者所能完全掌握和控制得了的，故很难算作主权者的正义与否。与很多批评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会

导致主权者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学者不同，笔者认为霍布斯绝对主权的局限性并非在于“不择手段”，

其实主权者会权衡利弊而选择手段，并且有一种手段是不可能施行的——即以生命作为手段。绝对主权

的局限性是在于，主权者垄断了臣民对自我保全预见的判断，但又无法完全无误地预判到结果一定能保

全臣民的生命，因此主权者必须要承担起“无过错责任”，给予臣民一定的补偿。不然这种局限性会导

向一种危险性，即主权者会为了私利而无视臣民的自我保全，并用一种粉饰化的形式手段来掩盖自己的

错误，从而为自己推责，其结果可想而知。 

6. 结语 

霍布斯出生在英国，后又游历欧洲大陆，其哲学兼有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特点，他从感

性经验出发，构建了逻辑严谨的政治哲学。他不像唯理论者排斥甚至压抑感性欲望，而是选择直视人性

本身，将激情置于首要考虑的对象；他也不像经验论者怀疑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是认为通过理性确实

能建立一套普遍有效的政治哲学。因此，他选择最具普遍性的激情，即对暴死的恐惧，在此基础上用理

性建立起的政治哲学才是稳固而有效的。 
和平是霍布斯最为珍视的价值，自我保全是实现生命其他价值的基础。绝对主权是实现臣民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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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根本保障，当绝对主权式微之后，臣民必将面临难以维持自我保全的困境。如此具有明见性的论断，

在当时却备受争议，霍布斯被保皇派和民主派竞相排挤，最后不得不以一场残酷的内战来昭示天下他的

理论的正确性。绝对主权的合法性基础是臣民的生命保全，其合理之处在于避免了自然状态下因为意志

混乱而造成的战争，可以在保护臣民的生命安全这份职责上不受阻碍地行动。霍布斯作为一名近代哲学

家，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现代性。他虽然认为理性确实是人类非

常美好而重要的特质，正是理性让人们建立契约而走出可怖的自然状态，但是他怀疑人类有完全跳脱激

情而使用理性的可能性，人类的理性只能被激情的欲望所引导。因此，作为国家这一“人造物”的意志

承担者，主权者也是人类，其运用理性的能力并不见得比臣民更擅长，亦会受激情影响，于是，国家与

主权者被霍布斯祛魅了。对于主权者与国家，臣民对其没有迷信与崇拜，仅仅是臣服与维系，而得以臣

服与维系的前提是主权者能够保护臣民的生命，臣民才能在国家之中获得自我保全这一“首善”并进而

追求更高的善。 
霍布斯对于生命的珍视与人类使用理性的限度之所思，能够给二十世纪开始日益凸显的现代性问题

提供一个反思指南。与当代很多哲学家“回到古希腊”——从古典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的方式不同，笔

者想要回到现代政治的发端，从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中寻找现代政治何以面临危机的根源，并从该理

论中发掘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突破口，用另一条逻辑进路来发展现代政治的另一种可能，这将是任重道远

却富有意义的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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